
环球评论

变迁中的英美补强规则

李训虎

　　内容提要：尽管英国和美国的补强规则具有同源性，但却演绎出迥异的发展模式。发
端于英国普通法实践的补强规则，在当下的英国已基本被废除，裁量性警告作为替代性措

施在发挥作用。在美国则发展出两种形态的补强规则，尽管强奸案件的补强规则基本被

废除，但针对庭外供述的补强规则依然存在，并深刻影响着当下的司法实践。英美补强规

则的变迁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全景展示、描述完整的英美证据法生态，能够为

理论分析和改革建言奠定坚实的基础。研判补强规则变迁背后的原因，挖掘影响变迁的

深层因素，能够在平衡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以及因应本土刑事司法文化等方面，为我国补

强规则的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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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训虎，２０１１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一　为什么研究英美的补强规则？

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第３５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
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规定被视为中国的补强规则，并为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第
４６条和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５３条沿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３４条规定：“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
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

罪。”这被视为“对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口供补强规则的具体细化和完善”。〔１〕 ２０１２年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从语言表述上对该条文予以了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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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参见张军主编：《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５７页。



地方司法实务机关也存在通过地方性证据规定对补强规则作出补充性规定的传统。〔２〕

由是观之，近些年我国对补强规则的规定日趋明确、细化，总体呈现强化的趋势。

相较于中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强化补强规则的进路，英美法中的补强规则展现的则是

另外一种景观：以英国〔３〕为代表的一些普通法国家和地区基本废除了补强规则。庭外

陈述补强规则在美国尽管保持一种坚强的韧性，但一直处于流变状态，颇受证据法学者非

议，并且，强奸案件补强规则也难逃被废除的命运。

两相对比，在对待补强规则问题上，英美国家与我国之间出现废除或式微与强化的强

烈反差。正是这样一种明显的反差促使笔者思考，为什么以英国为代表的众多普通法国

家或地区要废除补强规则？是什么因素在影响或者左右着这样一种变迁？英美补强规则

的当下生态是什么？

上述一系列追问构成本文探讨英美补强规则的背景。检索、梳理既有的研究，不难发

现，我们对于英美证据法中补强规则的研究严重不足：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和

地区补强规则的历史缺乏关注，导致对于问题的研究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尽管对于美国

证据法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学术界主要关注成文的《联邦证据规则》，很少关注以补强规

则为代表的不成文证据法。对于补强规则在英国和美国的差异及英美废除特定补强规则

的背后因素更是缺乏深入分析、阐释，甚至可以说，国内几乎没有对于英美补强规则历史

发展、演变及当下运行进行全面梳理的文献。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试图专门对英美补强规则的发展、演变及当下的适用情况，进行

系统的描述、梳理、分析，以还原、展现补强规则在英美的历史变迁与当下发展。〔４〕 当然，

本文并不止于单纯的现象描述、介绍，更意在挖掘影响、左右英美补强规则变迁的深层次

因素，通过对英美补强规则的挖掘、分析、阐释，展现真实的英美证据法生态，以对我们当

下的证据法学研究和补强规则的完善有所助益。

二　英国补强规则的流变

在“以可采性规则为核心假设”〔５〕建构的英美证据法体系中，证明力规则难以进入成

文的证据法中。尽管证明力规则总体处于边缘地位，但其中的补强规则在司法实践层面

并未受到冷落，围绕这一规则产生的学术争论与实务见解绵延不绝、众说纷纭、仁智

互见。〔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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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的例证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２０１５年发布的《浙江省重大毒品犯罪案
件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工作指引》第１９条规定：“对主要依据言词证据认定犯罪事实的，可以遵循以下原则：（一）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文中的英国不包括苏格兰，关于苏格兰补强规则的情况，后文会有提及。

考虑到美国补强规则来源于英国的普通法实践，加之两个国家在性犯罪补强规则问题上发展道路趋同。基于主

题的相同性、同源性及发展道路的相似性等考量，本文将英国和美国的补强规则一并论述。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Ｂａｒｚｕｎ，Ｒｕｌｅｓ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８３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５７，２００８，ｐ．１９５７．
即便英国已经基本废除补强规则，但其仍然是主流证据法教科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代表性论著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ｌｏｖｅｒ，Ｍｕｒｐｈｙ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１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ｐ．６９２－７０４。



依据《牛津法律词典》，补强证据是指在要项上用来确认其他证据真实性的证据。〔７〕

进而言之，英国证据法中的补强规则是指任何法律规则或实践，要求特定类型的证据必须

被其他独立证据证实或佐证，以达到诸如刑事定罪的特定效果。〔８〕 通过这一界定可以看

出，其并没有像后文介绍的美国一样严格限制被补强的证据类型。一般而言，英国法中需

要补强的证据主要是指控犯罪的证人证言，〔９〕按照１９９１年英国法律改革委员会报告的

解释，补强规则适用的证人主要是嫌疑人的共犯和性犯罪案件中的受害人。〔１０〕 如今，补

强规则在英国已经基本衰落，随着法律修改以及１９９５年 Ｒ．ｖ．Ｍａｋａｎｊｕｏｌａ一案判决的作

出，这一曾经的主要普通法证据规则几乎荡然无存。〔１１〕 相较来看，在美国，由于补强规则

本来就不是制定法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谓法典意义上的衰落，但围绕补强规则产生的争论

从未停止，甚至在基本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１２〕 基于补强规则在英美的差异，下文对

补强规则在英国和美国的发展、变迁分别予以论述。

（一）源起与产生

尽管有学者试图将补强规则追溯至中世纪甚至古代，〔１３〕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补强规

则源于１７世纪的英国，〔１４〕肇端于１６６１年一起三名共同被告人被执行死刑后被害人“亡

者归来”的谋杀案。〔１５〕 尽管根据英国当时的法律，仅仅依据未补强的口供定罪并无不当，

但该案却促使英国人反思既有的制度设计。马修·黑尔（ＭａｔｔｈｅｗＨａｌｅ）爵士在１７６８年出

版的专著中通过两个与前述谋杀案类似的案例，提出“除非事实已经证明或者尸体被找

到，否则我绝不会给谋杀或者过失杀人的被告人定罪”。〔１６〕 尽管有学者认为这一表述与

口供并无关系，〔１７〕但依然被接受为补强规则的主要来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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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 １７４０年之前，补强规则更多地仅是一种零星的存在，正如兰博约（Ｊｏｈｎ

Ｈ．Ｌａｎｇｂｅｉｎ）所言，“虽然早在黑尔的时代，司法中就对污点证人所提供证言的危险存在担

心，而且，确实有些案件中，对某项没有佐证的污点证人控告存在疑问，因此，陪审团作出

无罪裁决”。兰博约进一步指出，从《审判实录》的记载来看，补强规则并未得到应用，直

到１７４４年才真正产生。〔１９〕 这一建立在对老贝利审判实录详尽考察基础上的判断得到约

翰·豪斯泰勒（ＪｏｈｎＨｏｓｔｅｔｔｌｅｒ）的验证：“在允许罪犯延请律师不久，１８世纪４０年代开始

生效的另一条规则是污点证人的补强排除规则”，〔２０〕这一规则推翻了威格莫尔关于补强

规则产生于１８世纪８０年代的判断。〔２１〕

英美学者一般将补强规则的产生原因归于防止基于错误供述〔２２〕或不真实供述〔２３〕

的定罪，特别是防范对想象的犯罪 〔２４〕或未曾发生的犯罪定罪的风险。〔２５〕 艾伦

（Ｃ．Ｊ．Ｗ．Ａｌｌｅｎ）认为，“像提线木偶一样的污点证人”〔２６〕产生的弊端催生了补强规则的出

现。兰博约作出进一步解释，大都市缺乏警察力量，为了侦查和控制犯罪，创造出赏金制

度和污点证人制度，但这两种制度容易导致冤错案件发生，为了克服这两种制度存在的缺

陷而引入辩护律师制度、补强规则和口供规则。补强规则是针对污点证人作伪证的一种

举措，将污点证人案件中特殊的某一类———那些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罪行的案件———

确认为存在重大疑问，陪审团因此不能做有罪裁决。〔２７〕

（二）发展与定型

从补强规则在刑事个案中的萌芽到１８世纪４０年代正式产生，经历了七八十年时间，

发展缓慢，特别是在产生之初，适用范围极其狭窄，大部分学者认为补强规则在当时只适

用于谋杀案件，〔２８〕但是，也有观点认为，补强规则除适用于谋杀案件外，还适用于重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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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２９〕 补强规则的适用范围在英国受到严格限制与在美国扩展至所有案件形成了鲜明

对比。〔３０〕

补强规则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其性质或定位的流变。１８世纪４０年代的补强
规则，并非今天我们所通常认为的证明力规则，相反其以排除规则的形式发挥作用。〔３１〕

威格莫尔认为，“它并非证据规则，其仅仅是法官给予陪审团的提醒而已”，陪审团“或许

尊重或许视而不见……”〔３２〕对此，兰博约则认为补强规则是排除规则而非单纯的警

告。〔３３〕 豪斯泰勒的考察验证了兰博约的观点，认为“在允许罪犯延请律师不久，１８世纪

４０年代开始生效的另一条规则是控方证人补强的排除规则”。〔３４〕 直到１８世纪８０年代，
补强规则发生了深刻变化。１７８７年的ＡｔｗｏｏｄａｎｄＲｏｂｂｉｎｓ案将补强规则还原为一项警告

规则。〔３５〕 自此，补强规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作为提醒陪审团的警告规则予以运

用，其仅被视为法官自由裁量的事项，并没有上升为正式的制定法。

相较于传闻规则，补强规则出现很晚，英国学者将原因归结于缺乏行之有效的上诉制

度，〔３６〕指出议会并不是一个解决刑事法改革细节问题的机构，在刑事上诉法院于１９０７年

成立之前，并没有有效的刑事上诉制度。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自由裁量权才上升为法律规

则。直到１９１６年，关于补强的法律才开始清晰地形成。然而，当时所确立的原则却是：需
要某些在某一重要细节方面证明被告有罪的独立证据。〔３７〕 由此可以看出，刑事上诉法院

在补强规则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刑事上诉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发挥效用，补强规则体系日益复杂，并且以制定

法的形式呈现出来。〔３８〕 １９５６年的《性犯罪法》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其规定：被控以威

胁、恐吓等手段与女性进行非法性交，或利用药物达成性交之目的，或强制妇女卖淫，或与

２１周岁以下女性进行非法性交之被告，不能仅仅根据未经补强之证人证言定罪。〔３９〕 当

然，这里所说的证人仅仅指性犯罪案件的被害人，并不包括目击证人。除了制定法对补强

规则作出规定之外，司法实践亦在强化补强规则。以共犯证言的补强为例，英国在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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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的讨论集中于当时对于补强规则性质的定位。对于当下补强规则的性质，由于英国已经基本废除补强规

则，后文将在讨论美国的补强规则时专门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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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５０－８０年代，通过一系列判例对其中的问题予以明确、细化，如明确共犯既包括主犯也
包括从犯，还指出当共犯证人不足以证明被告有罪时，其证言也无需补强。〔４０〕

在刑事上诉法院成立后，统一的上诉制度促进了补强规则的发展。进而，基于对特定

犯罪及特殊类型证言的重视，英国将通过司法实践发展而来的补强规则上升为制定法。

截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英国的补强规则已经基本定型，主要体现在性犯罪案件、共犯以及
特殊类型的叛国、伪证及超速驾驶等案件中。

（三）衰落与替代

随着实践的发展，补强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日益精细甚至繁琐，遭到越来越多的

批评，尽管有观点曾主张用新的制定法替代补强规则，但被英国法律改革委员会否定，并

作出一锤定音的决定：现行补强规则必须废除，并且无需替代措施。〔４１〕 最终改革成果在

成文法上表现为《１９８８年刑事司法法》第３４条之二和《１９９４年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
第３２条废除补强规则，这使得英国补强规则几乎到了灭绝的地步，〔４２〕目前，仅局限于叛
国、伪证和超速驾驶〔４３〕三类案件中，如果证据没有得到补强不能作出定罪判决。〔４４〕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简单的法条废止，废除之后并非没有替代措施。正如英国学者

所言，狭隘的、强制性的补强规则很大程度上被废除了，但上诉法院以裁量性的注意警告

替代先前的补强规则。〔４５〕 通过１９９５年的Ｒ．ｖ．Ｍａｋａｎｊｕｏｌａ一案，首席法官泰勒勋爵（Ｌｏｒｄ
ＴａｙｌｏｒＣＪ）对裁量性的注意警告作出了详细描述。〔４６〕

（四）背后因素解析

从１７世纪中叶开始，补强规则在英国存续长达三百余年，已经成为普通法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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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Ｔｈｅ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Ｎｏ．２０２，ＨＭＳＯ，１９９１，ｐ．１４。
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Ｇｌｏｖｅｒ，Ｍｕｒｐｈｙ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１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６９５。
参见Ｓｅｃｔｉｏｎ８９（２）ｏｆ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１９８４。
参见［英］克里斯托弗·艾伦著：《英国证据法实务指南》（第４版），王进喜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０８
页。另外，２０１５年在线版的《牛津法律词典》和《牛津执法词典》中“补强”词条将强制补强的范围界定为“叛国、
伪证以及意见证据，例如超速”。参见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Ｌａｗ，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Ｌａｗ，８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ｎｌｉｎ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ＧｒａｈａｍＧｏｏｃｈ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ｎｌｉｎ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与前述观点不同的是，第１４版Ｍｕｒｐｈｙ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认为，现在保留补强规则的案件
类型包括伪证、超速及适用特定推论的准补强规则。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Ｇｌｏｖｅｒ，Ｍｕｒｐｈｙ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１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
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ｐ．６９６－６９７。本文尊重多数说。
参见［英］克里斯托弗·艾伦著：《英国证据法实务指南》（第４版），王进喜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
２０９页。
裁量性警告包括下述内容：（１）议会废除了就特定类别的证人作出补强指示的要求。现在，就任何类型的案件
中，什么样的证人应当作出什么样的警告，是一个审判法官自由裁量的事项。法官是否选择进行警告以及使用

什么样的术语，都将取决于案件的情况、发生的问题和证人证言的内容与质量；（２）在某些案件中，法官警告陪
审团在根据特定证人未获支持的证言而作出决定之前应当谨慎，这可能是适当的。但是仅仅因为证人属于以前

需要作出补强指示的某类人而这么做，就是不适当的。必须有证据表明证人的证言可能不可靠；（３）如果就法
官是否应当就某个证人作出特别警告发生了争议，最好是在终局陈述前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与律师讨

论来解决该问题；（４）如果需要某些警告，将由法官来确定警告的力度和用语。法官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义务遵
循按照以前的补强法所要作出的指示。也“强烈反对重新受到旧的补强规则的束缚”；（５）上诉法院不可能干预
审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除非基于Ｗｅｄｎｅｓｂｕｒｙ案具有不合理性。参见［英］克里斯托弗·艾伦著：《英国证据法
实务指南》（第４版），王进喜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０９页。



成部分，部分条文甚至已经上升到制定法层面。为什么英国会废除沿用三百余年的补强

规则，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

首先，这是制度设计者基于平衡保护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为了规制警察执法，保护

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英国出台《１９８４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力图实现警察权力和被追

诉人权利之间的平衡。〔４７〕 但是仅仅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人们开始担心正义的天平过于

倾向于被告，又通过了有利于检控方的制定法。关于令人怀疑的旧的证人补强规则已经

被废除。〔４８〕 由此观之，废除补强规则是平衡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一种举措。

其次，补强规则的操作过于复杂和技术化容易导致不可欲知的后果。补强规则自身

的存在并非制度设计者废除补强规则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规制补强规则的操

作规程过于技术化，甚至被普遍认为混乱并且造成不必要的限制。许多定罪被上诉法院

推翻仅仅是因为审判法官没有依据规则的技术要求向陪审团进行总结。〔４９〕 高度复杂的

补强规则法律体系造成的后果是，在没有进行准确警告的情况下，定罪判决很有可能被撤

销。这恐怕是制度设计者所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在流行的意见认为儿童证言更为可信，

并认为某些女性可能会出于恶意或者无任何原因地捏造男性有性犯罪罪行的说法不足为

信之后，〔５０〕对补强规则进行改革无疑更为顺理成章。

再次，原有的法律条文因性别歧视、妨碍追究犯罪而遭受质疑。在传统观点看来，性

犯罪案件中的补强警告是合理的，因为受害人很可能在陈述案情时撒谎、捏造、夸大甚至

想象，基于此，应当对陪审团进行警告。但这样一种立法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是对女性

受害人的不信任，进而导致受害人不愿意告发犯罪，导致追究犯罪的难度加大。〔５１〕 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兴起，赋予了上述观点政治正确的意涵，使这样一种观点

具有难以抗拒的正当性。

最后，法律改革委员会认为补强规则本身缺乏灵活性，而且复杂、反常，无法达到预期

目的。不管规则内容如何，并无将相同规则自动适用于共犯和性犯罪案件被害人的正当

性。〔５２〕 这样一种不区分适用对象，统一适用相同补强规则的做法遭致批评，进而加速了

废除补强规则的进程。

综合上述，基于女权主义运动兴起这一社会背景的变化、平衡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以

及克服补强规则过于技术化导致的内在缺陷等原因，英国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基本废除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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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参见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Ｂｅｎｚ，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ｃｔ１９８４：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Ｃｉｖｉｌ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ｆｆｕ
ｓｉｏｎ：ｔｈｅＵＣＬ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ｕｍｅ５，Ｉｓｓｕｅ２（２０１２）。
参见［英］克里斯托弗·艾伦著：《英国证据法实务指南》（第４版），王进喜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２
－４３页。
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Ｇｌｏｖｅｒ，Ｍｕｒｐｈｙ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１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６９５。
参见［英］克里斯托弗·艾伦著：《英国证据法实务指南》（第４版），王进喜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
２０８页。
参见ＰｅｎｎｅｙＬｅｗｉｓ，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ｂｏｒｎ，７Ｋｉｎｇ’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６，ｐ．１４０。
参见Ｔｈｅ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ＨＭＳＯ，１９９１，ｐ．３。



强规则，并推出替代性措施。作为替代性措施的裁量性警告尽管详尽、完备，但在司法实

践中并非完全令人满意。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Ｒ．ｖ．Ｍａｋａｎｊｕｏｌａ一案创立的警告并
没有在保护被告和社会正义之间实现平衡。〔５３〕 裁量性警告实施效果如何、未来走向尚需

进一步研判。

英国从制定法层面废除补强规则的举动在普通法国家和地区引发废除补强规则的浪

潮，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我国香港地区等已经废除补强规则，这一浪潮甚至波及同

属一个国家但属于大陆法系的苏格兰地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苏格兰掀起声势浩大的废

除补强规则运动，〔５４〕但仍然功亏一篑。〔５５〕

三　美国补强规则的变迁

美国与英国的补强规则具有同源性，但在补强规则的发展过程中，美国走出了一条与

英国相异的发展模式。为全景展示美国证据法中的补强规则，下文依次对现存的庭外陈

述补强规则和基本被废除的强奸案件补强规则展开论述，并对容易引发误解的《联邦证

据规则》中的所谓“补强”问题予以厘清。

（一）庭外陈述补强规则 〔５６〕

１．基本情况

补强规则在美国产生之后就表现出与英国不同的样态，在适用范围上，美国将补强规

则扩展至所有刑事案件中。〔５７〕 更为特殊的是，美国补强规则无论在性质、功能、具体应用

还是面临的挑战等方面都独具特色。〔５８〕

当下，所有的美国司法辖区都有某种形式的要求对被告的庭外陈述进行补强。这一

规则在有些州已经引入成文法或者法院规则。〔５９〕 但无论是在联邦层面还是州层面，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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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ＪｏｈｎＨａｒｔｓｈｏｒｎｅ，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ｒｅ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ａｆｔｅｒＭａｋａｎｊｕｏｌａ，１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Ｐｒｏｏｆ１，１９９８，ｐ．１２。
关于苏格兰补强规则的详细介绍及争论，参见ＤｏｎａｌｄＮｉｃｏｌｓｏｎａｎｄＪｏｈｎＢｌａｃｋｉｅｏ，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ｃｏｔｓＬａｗ：“Ａｒ
ｃｈａｉｃＲｕｌｅ”ｏｒ“Ｉｎ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１７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ｐ．１５２。
参见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Ｂｉｌｌ，ｐａｓｓｅ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８，２０１５。
由于强奸案件补强规则基本被废除，本部分行文过程中会直接用补强规则来指称庭外陈述补强规则。

这种扩展取决于各个州规则的来源，或许是因为在一般意义上讨论谋杀案，或许是因为法院在其他案件中同样

适用了谋杀案适用的原理。参见Ｎｏｔｅ：Ｐｒｏｏｆ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Ａｌｉｕｎｄｅ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１０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３８，１９５５，ｐ．６４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补强规则并非美国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新世纪以来的论文数量很少，新近的美国证据法教

科书亦很少探讨补强规则。尽管如此，围绕补强规则仍然产生诸多不同观点，笔者力图呈现各家观点，但鉴于

《麦考密克论证据》一书的权威性、时效性（出版于２０１３年）以及该书是罕见地系统介绍补强规则的证据法专
论，笔者在论述过程中会偏向于引用该书。

有学者统计，至少有七个州立法和两个法院规则规定了补强规则。参见ＴｈｏｍａｓＡ．Ｍｕｌｌｅｎ，Ｒｕｌ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ａｓ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ｒｏｏｆ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ａｓａ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ｍ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Ｅｘｔｒ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２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８５，１９９３，ｐ．３８７。



认为补强规则缺乏宪法根基，〔６０〕尽管也有学者认为有些州已将补强规则上升到了宪法层

面。〔６１〕 一般而言，补强规则包括适用于大多数州的罪体规则和适用于联邦和部分州的可

信性标准，前者被视为补强规则的正统形式，后者则被视为前者的替代选择。〔６２〕

总体来看，补强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坚强的韧性，根据该规则作出判决的判例不

时发生。〔６３〕 尽管如此，围绕这一规则产生的争论从未中断。具体言之，这些争论既有概

念层面的问题，如关于“庭外”“供述”的争论，也有具体实施方面的问题，如需要多少证据

才能达到补强的要求，补强问题是由法官还是陪审团决定等。除上述具体问题外，还有理

论层面的问题，如补强规则是可采性规则问题还是充分性问题，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

些问题的答案因司法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

庭外供述是指在法庭外做的供述，补强规则不规制被告人在法庭上所作的供述，无论

是证言还是有罪答辩。对于供述的范围，广泛认同的观点是，不仅包括供述———对于指控

犯罪事实完整和有意识的承认，同时包括自认———对于犯罪相关事实的承认，有些法院还

将范围扩及至无罪辩解，但这一立场受到挑战。〔６４〕 通常情况下，少量证据就可以补强口

供对于犯罪的证明，但不同的司法辖区差异很大。有的法院实行有助于证明犯罪发生、表

见证明、合理根据、优势证据，甚至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不一而足。〔６５〕

绝大多数法院都将裁断问题交由法官，将其视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部分，但在个别

司法辖区，则授权法官指示陪审团作出决定，还有个别州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决定犯

罪证据独立存在的权力交由法官，将是否充分则交由陪审团决定。〔６６〕

上述主要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这些技术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补强规则性质的

定位。时至今日，关于补强规则的性质依然存在冲突，其到底是证据法规则还是实体法规

则，到底是可采性规则还是充分性规则抑或兼而有之，美国学者仁智互见。尽管一般将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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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参见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Ｂｒｏｕｎ，ｅｔａｌ．，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１，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ｐ．８０１。
尽管一般观点认为，美国宪法及各州宪法并未将补强视为宪法层面的要求，但这并不代表宪法不关注补强规则。

关于补强规则与宪法的关系，参见 ＡｌｅｘＳｔｅ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Ｌａｗ，６１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５，２００８，
ｐ．１１８。
参见ＣｏｒｅｙＪ．Ａｙｌｉｎｇ，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Ｆａｌｓｅ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４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２１，１９８４，ｐｐ．１１４５，１１４７。
最新的案例，参见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ｖ．ＡｂｅｌａｒｄｏＮｉｅｂｌａＴｏｒｒｅｓ，Ｎｏ．１５－１０２６１，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ｐｐｅａｌｓｆｏｒｔｈｅ
ＮｉｎｔｈＣｉｒｃｕｉｔ，ＦｉｌｅｄＪａｎｕａｒｙ３１，２０１７。
参见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Ｂｒｏｕｎ，ｅｔａｌ．，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１，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ｐｐ．８０７－
８０８。关于补强规则的适用范围，美国学者存在争议，有学者将自白和无罪辩解放在补强规则的例外中进行讨
论。参见ＴｈｏｍａｓＡ．Ｍｕｌｌｅｎ，Ｒｕｌ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ａｓ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ｒｏｏｆ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ａｓａ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
Ａｄｍ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Ｅｘｔｒ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２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８５，１９９３，ｐ．４０９。
参见ＴｈｏｍａｓＡ．Ｍｕｌｌｅｎ，Ｒｕｌ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ａｓ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ｒｏｏｆ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ａｓａ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ｄ
ｍ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Ｅｘｔｒ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２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８５，１９９３，ｐｐ．３９０－３９２。
参见ＴｈｏｍａｓＡ．Ｍｕｌｌｅｎ，Ｒｕｌ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ａｓ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ｒｏｏｆ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ａｓａ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ｄ
ｍ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Ｅｘｔｒ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２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８５，１９９３，ｐ．３９４。



强规则作为证据法规则，但在主流的证据法专著中却很少论及补强规则。〔６７〕 当然，有学

者认为，〔６８〕补强规则既是证据规则，又是刑法规则。〔６９〕

就补强规则的性质而言，司法实践中，大多数上诉法院将补强要求视作与证据充分性

有关，同时兼具可采性。〔７０〕 但有美国学者将补强规则视为可采性规则，认为其规制的是

证据的可采性，而非所有定罪证据的最终充分性。〔７１〕 在一些法院从罪体规则转向可信性

标准后，多数观点认为“将补强规则视为可采性规则的理据不足，其应当被视为一种充分

性规则”。〔７２〕

２．正统形式

在美国对于补强规则一般使用“罪体规则”（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Ｒｕｌｅ）来表述，这几乎是一

个与补强规则等同的词汇。有些学术专著将二者并列使用，〔７３〕几乎所有关于补强规则的

论文都会详细介绍罪体规则。在美国版本的 Ｐｅｒｒｙ案（Ｂｏｏｒｎ案）冲击下，〔７４〕几乎所有的

美国法院都在１９世纪采用了罪体规则，要求对庭外供述予以补强才能被法庭采纳。时至

今日，罪体规则仍然为大多数司法区所采用。

就罪体规则来看，一般而言，在刑事诉讼法中控方需将犯罪的如下三个要素证明到排

除合理怀疑的程度：（１）有损害或者伤害发生；（２）损害或伤害系因犯罪行为而非自然或

意外原因造成；（３）被告系犯罪行为人。〔７５〕 绝大多数美国的司法辖区认为罪体包括前面

两个要素，〔７６〕进而罪体规则可以表述为，只有被告人庭外供述不足以证明罪体的存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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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参见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Ｂ．ＭｕｅｌｌｅｒａｎｄＬａｉｒｄＣ．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Ｔｅｘｔ，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８ｔｈｅｄｉ
ｔｉｏｎ，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ｕｗｅｒ，２０１４；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ｅｍｐｅｒｔｅｔａｌ．，ＡＭｏｄｅｒ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ｅｘ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ａｎｄ
Ｃａｓｅｓ，５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ｅｓ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３；ＧｅｏｒｇｅＦｉｓｈｅ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例外的是，《麦考密克论证据》一书中专门大篇幅论述了补强问题。参见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Ｂｒｏｕｎ，ｅｔａｌ．，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１，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ｐｐ．７９９－８１７。
参见ＴｈｏｍａｓＡ．Ｍｕｌｌｅｎ，Ｒｕｌ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ａｓ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ｒｏｏｆ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ａｓａ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ｄ
ｍ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Ｅｘｔｒ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２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８５，１９９３，ｐ．３８６。
关于强奸案件的补强规则，参见 ＪｏｓｈｕａＤｒｅｓｓｌ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５，
ｐｐ．５９５－６０３。
参见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Ｂｒｏｕｎ，ｅｔａｌ．，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１，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ｐ．８０４。
参见ＣｏｒｅｙＪ．Ａｙｌｉｎｇ，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Ｆａｌｓｅ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４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２１，１９８４，ｐ．１１２６。
参见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Ｂｒｏｕｎ，ｅｔａｌ．，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１，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ｐ．８１７。
参见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Ｂｒｏｕｎ，ｅｔａｌ．，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１，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ｐ．７９９；
Ｏｃｅａｎａ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Ｂｏａｒ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ｓｅｓ，Ｆｏｕｒｔｈ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ｕｍｅ７，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ｐ．３５１２。
关于美国版本的Ｐｅｒｒｙ案的详细介绍，参见ＤａｖｉｄＡ．Ｍｏｒａｎ，Ｉｎ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Ｒｕｌｅ，６４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８１７，２００３，ｐｐ．８２９－８３１。
参见ＪｕｌｉａｎＳ．Ｍｉｌｌｓｔｅｉｎ，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ｏ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Ｒｕｌｅ，６Ｆｏｒｈａｍ
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０５，１９７８，ｐｐ．１２１１－１２１２；参见Ｎｏｔｅ：Ｐｒｏｏｆ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Ａｌｉｕｎｄｅ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
１０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３８，１９５５，ｐ．６３８。
威格莫尔认为，罪体只包含第一个要素，为个别法院认同。参见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Ｂｒｏｕｎ，ｅｔａｌ．，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１，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ｐ．８０９。甚至还有法院将罪体范围扩展至第三个要素，威格莫尔认
为极其荒谬，当然，这一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参见Ｎｏｔｅ：Ｐｒｏｏｆ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ＤｅｌｉｃｔｉＡｌｉｕｎｄｅ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１０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３８，１９５５，ｐ．６３８。



须有独立于口供的其他证据来证明犯罪事实发生。

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放弃证明罪体所有要素的严格标准，转而要求

只需要证明指控罪行涉及的主要或者必要的损害即可。尽管如此，这一适用于杀人案件

为代表的传统案件规则依然面临挑战，即当适用于与杀人案件不同的现代犯罪，比如无独

立和实质的伤害或损害而无法轻易地归入主要或必要损害时，往往比较麻烦。由此，司法

实践中又创造出将罪体规则界定为只包括犯罪控诉的要旨。〔７７〕 由此可以看出，罪体规则

不断发展演变以因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司法实践。

３．替代选择

１９５４年以前，无论是在联邦层面还是州层面，都适用罪体规则。但在之后，有些司法
管辖区开始拒绝适用罪体规则，转而适用联邦最高法院通过 Ｏｐｐｅｒ案和 Ｓｍｉｔｈ案确立的
可信性标准，后者成为部分法院放弃罪体规则后的替代选择。

在Ｏｐｐｅｒ一案中，最高法院要求控方必须补强被告的庭外供述，但是认定“不需要独
立于供述的补强证据去证明罪体”。政府的责任在于“引入倾向于确立供述可信性的大

量独立证据”，“补强证据可以用来佐证陪审团得出结论所基于的案件基本事实，但是这

些事实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必须证明被告有罪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７８〕 在这个案件

中，法院认定作为一个联邦证据法的问题，联邦法院不能依据未补强的口供确定有罪。相

较于罪体规则，更好的规则应该是通过实质独立的证据以确立供述的可信性。〔７９〕 在

Ｓｍｉｔｈ一案中，最高法院对这一标准作出进一步阐释，用一句话可以表述为“只要能加强
供述的真实性就足矣，无需独立证明指控的罪行”。〔８０〕 通过Ｏｐｐｅｒ案和Ｓｍｉｔｈ案，联邦法
院确立了不同于罪体规则并趋向于放松限制的补强规则。〔８１〕

美国学者认为，可信性标准最主要的优点在于其适用的灵活性，能够在避免罪体规则

引起所谓“严重问题”的同时，防止将定罪建立在不准确的供述之上，并且能应对罪体规

则无法应对的现代复杂案件。〔８２〕 正如犹他州法院在Ｍａｕｃｈｌｅｙ一案中强调的，根据可信性
方法控方可以利用独立的犯罪证据去证明供述的可信性。当这些证据缺失时，控方可以

利用用于其他地方的相同类型的证据来证明庭外陈述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可信性要素包

括：供述系自愿作出，获取供述时不存在欺诈、欺骗、威胁或者允诺，被告身体或者精神状

况良好的证据（如年龄、教育程度及经历），作出供述时律师在场。〔８３〕 简而言之，当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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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型的犯罪时，可信性标准较罪体规则更为便捷、有效，并且不会引发偶然不合理的结

果。〔８４〕 在许多案件中，可信性标准和罪体规则都能达到相同的作用，可信性标准的优势

在于其简洁并且直接关系到供述和承认的可靠性。〔８５〕

４．理论分析

通过对美国补强规则发展历史的梳理可以看出，补强规则在美国一直处于流变状态。

最初，补强规则即为罪体规则，两者可以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但在司法实践中，传统的罪体

规则不能适应实践发展，于是发展出现代的罪体规则。即便如此，一些法院依然认为罪体

规则无法因应现代刑事司法实践的发展，而用可信性标准来替代罪体规则。时至今日，形

成罪体规则和可信性标准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并行的局面。〔８６〕 更重要的是，司法实践中坚

持罪体规则的司法辖区依然占据多数。

尽管补强规则在司法实践中保持有一种坚强的韧性，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美国学

者对于补强规则的批判从未中断。最早可以追溯至威格莫尔时期，威格莫尔甚至认为根

本就不需要补强规则，认为补强规则掌握在不择手段的律师手中，已经成为“正义的阻

碍”。〔８７〕 这一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麦考密克认为，鉴于其他口供规则的发展，特别

是米兰达一案中宣称的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保护以及自愿性要求，讯问实践亦不会给补强

规则提供实质支持。出于促进侦查技术进步的目的而非基于满足合理预期讯问的目的，

法院可否据此决定是否保留上述规则是有待商榷的。〔８８〕 在美国对于被告人权利保障已

经充分发展的背景下，以“现有的宪法机制完全可以防控不可靠的口供”〔８９〕来否定补强规

则成为一种有力的观点。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补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出司法程序中

的错误，但作为一种可靠性检验太过微弱，难以实现我们对它的期待。〔９０〕

对于补强规则的未来，激进的观点主张，废除所有形式的罪体规则和补强要求，法律

应当在信任事实认定者的基础上权衡争议证据。〔９１〕 相对温和的观点认为，如果保留补强

规则，罪体方法的复杂性只会减损补强规则的真正作用，可信性要求则是达到补强要求的

可行方法。〔９２〕 面对质疑和批判，有学者积极为补强规则辩护，甚至有的学者专门为罪体

规则辩护，认为在犯罪嫌疑人所供述的犯罪行为系完全虚构的案件中，补强规则已经被证

明是一种有价值的保障措施。而对于这些犯罪，宪法基础上的口供规则不可能达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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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９３〕

对于美国学者无法分证清楚的问题，我们很难作出准确预测。但如果将补强规则置

于美国的口供法律文化中，或许能够增加我们对补强规则未来发展的理解。长期以来的

实证研究均表明，口供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９４〕但美国的司法传

统对口供保持着高度警惕，对口供的普遍不信任〔９５〕已经成为美国法律文化的一部分。〔９６〕

在民众对口供特别是对官方的口供获取方式、方法持高度疑虑的背景下，崇尚个体自主决

定权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亦不得不对庭外供述保持高度戒备。

时至今日，美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发展出针对口供的体系化应对方式，即通过宪法第五

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第五修正案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第六修正

案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和米兰达规则〔９７〕来保障口供获取的自愿性。通过为被追诉人提

供宪法层面的保障规制讯问程序，力图通过一系列宪法性刑事诉讼程序以保障口供获取

的正当性与自愿性。

尽管如此，司法实践中获取口供和使用口供不当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成为困扰美国刑

事司法的一大顽疾，甚至口供获取、采纳体系都被美国学者抨击为“扭曲的逻辑”。〔９８〕 正

是基于口供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口供的获取与利用存在的弊病，在制度

已经相对完善的情况下，美国学者仍然力图通过扩大解释补强规则规范口供，以弥补在规

制供述自愿性方面宪法性依据的不足。在学者的阐释下，补强规则的理论基础不再局限

于防止建立在错误供述上的定罪，而是将其功能扩展至促使侦控方尽可能多地举证，〔９９〕

及将补强规则视为控制权力滥用的间接手段，〔１００〕促使控方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证明案件

以改善侦查工作。〔１０１〕 可以预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补强规则的功能不仅会保持稳定，甚

至还有实现延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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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奸案件补强规则

上文所描述、分析的英美两国的补强规则相差甚远，似乎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设计。无

论是从被补强证据的范围设定，还是具体发展、演进过程，其间的差异都大于共性。其实，

美国以往强奸案件的证明中亦存在类似英国性犯罪案件补强规则的制度设计，并且一样

难逃被废除的命运。

在美国早期的普通法实践中，强奸案件被害人的证言足以给被告人定罪，并不需要补

强。然而，少数州通过制定法或者判例法的形式创立了补强规则：强奸案件或其他性侵害

案件中的被害人证言未经补强不得认定被告人有罪。〔１０２〕 有观点认为这一规则并不像其

他规则一样源于英国，而是最先出现在美国，〔１０３〕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被告免受“不真实、不

诚实或者恶意的控告”，〔１０４〕纽约州１８８６年将其规定在立法中，佐治亚州于１９０４年将其应
用于实践。

这一规则尽管被广为接受，但始终充满争议。支持者认为，在性犯罪案件指控中，

无辜被告人获罪的风险高于其他案件。黑尔爵士声称，强奸“是一种指控容易、证明困

难，被告更是难以辩护的案件，尽管其并非如此无辜”。〔１０５〕 另有支持者认为，女性都有一

个错误的“告发强奸”的强烈动机，同时，补强规则的存在还能够减少基于种族因素而给

被告人定罪的风险。〔１０６〕 反对者则认为，这一规则是“合理的关切、过时的信念和根深蒂固

的偏见”纠结在一起的产物，〔１０７〕黑尔爵士的“观点并没有反映当代的观念和实践”，并且，

女性幻想被强奸这一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其他担心则夸大其词或不合时宜。〔１０８〕 当然，支

持废除的声音并不止于此，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废除补强规则与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
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紧密关联，或者说这波女权主义运动成为废除强奸案件补强规则的

直接推手。〔１０９〕

当然，亦有论者认为前述观点无法避免主流女权主义和黑人解放运动之间的冲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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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反对白人至上和父权主义的非洲裔女性的强奸叙事解构补强规则。〔１１０〕 目前，只有两

个州在强奸案件指控中保留这一规则，并且是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１１１〕 即便如此，《模范

刑法典》依然坚持这一争议极大的补强规则，认为如果能被公正实施，这一规则似乎能够

恰当执行任何刑事案件中的无罪判决标准。〔１１２〕

综上可以看出，英国和美国在对待强奸案件的证明问题上基本一致。除此之外，澳大

利亚、〔１１３〕加拿大、〔１１４〕新西兰〔１１５〕和我国香港地区〔１１６〕等普通法国家或地区也已经废除了性

犯罪案件中的补强规则。在性犯罪案件特别是强奸案件证明问题上，普通法国家或地区

走了一条无需补强———要求补强———废除补强之路，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三）“对己不利陈述”补强的辨析

无论是现存的庭外供述的补强规则还是已经基本被废除的强奸案件的补强规则，都

属于普通法规则，而非制定法规则。但作为制定法的《联邦证据规则》中亦有关于“补强”

的表述，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联邦证据规则》中是否存在补强规则？

《联邦证据规则》有两处关于“补强”的表述：一处是规则４０６，一处是规则８０４（ｂ）
（３）。但规则４０６关于习惯或例行做法的规定并非要求对特定证据进行补强，而是规定
“法院可以采纳该证据，不论该证据是否得到了补强或者有无目击证人”，〔１１７〕明确抛弃了

“将补强作为可采性条件的做法，理由是补强仅仅与证据的充分性有关，而不是与可采性

有关”。〔１１８〕 不难看出，这一规定是从否定意义上来使用补强的，并非是从积极的方面要求

对特定证据进行补强。

《联邦证据规则》８０４（ｂ）（３）则是从正面对补强作出的具体规定，“对提出的对陈述
人刑事权益不利的陈述，规定了特别的补强要求。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在刑事案件中提出

的这类陈述会使陈述人承担刑事责任，则该陈述应当得到补强情况的支持，清晰地说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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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１１９〕 这一条文〔１２０〕经过２０１０年风格重塑后，对于补强的要求更为明确，但同时给
人感觉其似乎能够解决传统补强规则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功能重复的

问题呢？对比当下适用最广的罪体规则，两者之间无论是表现形式、补强对象、范围，还是

适用时间、证明方式、目的、性质都存在很大差别。

１．表现形式不同

对己不利陈述属于成文法《联邦证据规则》的内容，而补强规则是传统普通法的规

则，尽管极个别州将其规定于州法或者法院条例中，但无法改变其不成文法的性质。

２．补强的对象不同

《联邦证据规则》咨询委员会注释指出：对规则８０４（ｂ）（３）的修正规定，补强情况要
求不仅适用于被告在刑事案件中提供的对其刑事利益不利的陈述，也适用于检控方所提

供的同样的陈述。〔１２１〕 而补强规则的对象只是被告人的庭外供述。

３．补强的范围不同

对己不利陈述补强的是刑事责任问题，这一补强“一般集中于作出陈述的环境和陈

述者的动机。通常情况下，合理的客观因素要求，例如陈述者是否出现在犯罪现场附近以

及有无犯罪动机，或许能从积极或消极方面来补强这个陈述”。〔１２２〕 而补强规则对应的则

是罪体三要素中的前两者，即损害后果和犯罪行为。刑事责任与犯罪后果以及犯罪行为

尽管有联系，但其中的差异更为明显。

４．适用时间不同

补强规则着眼于解决犯罪是否存在的问题，是案件的前提性问题，如果这一问题无法

解决，刑事指控将被撤销。只有解决了前提性问题，才有可能产生后续的对己不利陈述的

补强问题。

５．补强目的不同

对己不利陈述的补强“这一要求显然是为了解决共犯彼此脱罪的问题”。〔１２３〕 而补强

规则则主要是为了证明犯罪确实发生。尽管前文曾提及美国学者力图促进补强规则的功

能多元化，但新近美国各州最高法院及联邦巡回法院的判例表明，补强规则的主旨仍然在

于证明犯罪确实发生，〔１２４〕其他可能的功能只是客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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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证据规则》８０４（ｂ）（３）：“对己不利的陈述”条目规定，对己不利陈述包括下列各项：（Ａ）常人处于陈述人的
位置上时，只有在该人相信这一陈述是真实的情况下才会作出的陈述，因为该陈述在作出时与陈述人的财产或

者金钱利益相悖，或者具有导致陈述人反对他人的主张无效的巨大倾向，或者具有使陈述人承担民事或者刑事

责任的巨大倾向；并且（Ｂ）如果在刑事案件中提出该陈述会使陈述人承担刑事责任，则该陈述得到了补强情况
的支持，清晰地说明了其可靠性。参见王进喜著：《美国〈联邦证据规则〉（２０１１年重塑版）条解》，中国法制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９５页。
１９７５年的《联邦证据规则》８０４（ｂ）（３）就规定有“对己不利的陈述”。
参见王进喜著：《美国〈联邦证据规则〉（２０１１年重塑版）条解》，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８９页。
参见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Ｂｒｏｕｎ，ｅｔａｌ．，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２，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ｐ．５３９。
王进喜著：《美国〈联邦证据规则〉（２０１１年重塑版）条解》，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９５页。
参见Ｐｅｏｐｌｅｖ．ＬａＲｏｓａ，Ｎｏ．１１ＳＣ６６４，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Ｆｉｌｅｄ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４，２０１３；ＳｔａｔｅｏｆＮｅｗＭｅｘｉｃｏ，ｖ．Ｍｕｒ
ｐｈｙＨａｒｄｙ，２０１２－ＮＭＣＡ－００５（Ｎ．Ｍ．Ｃｔ．Ａｐｐ．Ｏｃｔ．１８，２０１１）；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ｖ．ＡｂｅｌａｒｄｏＮｉｅｂｌａＴｏｒｒｅｓ，
Ｎｏ．１５－１０２６１，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ｐｐｅａ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ＮｉｎｔｈＣｉｒｃｕｉｔ，ＦｉｌｅｄＪａｎｕａｒｙ３１，２０１７。



６．性质不同

对己不利陈述的补强是可采性规则，而补强规则是证明力规则。根据《联邦证据规

则》８０４着眼于解决庭前陈述的可采性问题，在这一框架下，即便８０４（ｂ）（３）对己不利陈
述的例外规定通过补强来解决，其依然无法改变可采性规则的性质。与之相异的是，前文

所述的补强规则是一种证明力规则。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基本明晰对己不利陈述中补强的性质、功能及具体的应用细节。

特别是通过对于其性质的阐释，可以清楚地确定，尽管传闻例外中要求用补强来证明对己

不利陈述的可信性，但其在《联邦证据规则》中的定位是可采性规则，而非本文探讨的证

明力规则。

四　英美补强规则演进的启示

前文旨在厘清补强规则在英国和美国的起源、发展以及当下的实施情况，力图通过资

料的爬梳、整理呈现补强规则在英国和美国的基本情况，探寻其对我们的证据法学研究及

补强规则的完善以某种启迪。

（一）管窥证据法研究的样本

对比英国和美国的补强规则，不难发现，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者将补强规则上

升为了制定法。在美国，除极个别州外，补强规则并不为《联邦证据规则》和绝大多数州

证据规则接受，其更多地以普通法实践的形态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补强规则还很难进入

美国主流证据法学者的视野，甚至经常遭到主流证据法学教科书的漠视，无法在这些厚重

的教科书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尽管为主流证据法学所轻视，但其却在司法实践中保持

了坚强的韧性。当然，这也不难理解，《联邦证据规则》及各州的证据规则都是以可采性

为核心建构的，补强规则作为证明力规则注定无法出现在作为制定法的证据规则之中。

进而，围绕《联邦证据规则》撰写的教科书中不予阐释补强规则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主

流的证据法教科书很少论及补强规则，但判例法传统以及美国法律实践对于法律职业人

员的实务训练足以弥补这一“短板”。

也正是普通法实践的存在，使得英美证据法的生态更为丰富，展现出英美证据法不

仅有成文的制定法，同时还存在不成文的普通法规则；不仅有联邦层面的证据立法和实

践，同时还有州层面的证据立法和实践；〔１２５〕不仅展示出历史演进中的连续性，同时亦能

看到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断裂。唯有将上述不同形式、不同层面、不同历史时期的证据立

法与实践拼接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英美证据法生态。进而言之，单纯观察制定法层面

的证据法无法展现英美证据法的全貌，只关注联邦法院的判例同样无法完整理解英美

证据法，忽略历史只关注当下亦无法还原英美证据法的历史演进、无法洞悉变迁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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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１２６〕

另外，作为不成文证据法代表的补强规则提醒我们，英美证据法实践并非不关注证明

力问题，作为经验产物的证明力问题，通过经年累月的普通法实践，不仅获得了传承还深

刻地影响着当下的司法实践，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着制定法之外的不成文证据法。以美

国为例，尽管证明力难以成为制定法的一部分，但司法实践已经充分显示出它所具有的强

大生命力，甚至美国学者都呼吁，“证明力规则不应该被绝对，被认为过时了而遭到摒弃，

或被视为与普通法不相容”。〔１２７〕 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有大量的例证充分表明，证明力规

则在当下美国的证据法实践中的确占有一席之地。〔１２８〕

通过补强规则这个样本可以发现，英美证据法的生态并非只有成文的证据规则及相

对应的证据法实践，其呈现给我们的是多个面相。然而，我们既往对于英美证据法的研究

并没有展现这样一种复杂性。对于英国证据法的研究相对薄弱，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普

通法国家和地区废除补强规则的历史更是缺乏关注，导致了对于问题的研究缺乏历史的

纵深感。对于美国证据法的研究尽管相对较多，但学术界主要关注成文的《联邦证据规

则》，集中于可采性问题的研究，很少关注不成文的证据法，极少关注证明力问题。以本

文探讨的补强规则为例，我们对于英美以补强规则为代表的证明力规则缺乏全面、系统介

绍，对于英美废除特定补强规则的背后因素更是缺乏深入分析、阐释。可见，通过补强规

则这一样本，完全可以管窥当下我国英美证据法的研究状况，如果没有完整展现英美证据

法的生态，对英美证据法缺乏全面、客观深入的探究，不禁会让人怀疑，在既往证据法比较

研究中动辄提出借鉴英美制度设计来改造中国证据制度的适当性。

不仅如此，借助补强规则这一样本，还可以管窥、反思我们既往的证据法学研究是否

展现出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中国证据法，是否全景展现出中国证据法的真实生态。遗憾

的是，在以往的证据法学研究中，学术界关注的往往是域外相关证据制度的发展、演进，更

多地是在描绘西方证据法治的“理想图景”，而忽视了当下中国的问题，动辄以西方特别

是美国的证据法学观点来看待当下中国的司法实践，而对当下中国的证据法实践关注不

够。承接这一思路，深受英美证据法学影响的主流证据法学围绕证据能力（可采性）问题

展开研究，主张以证据能力为核心构建中国的证据法体系，而对证明力规则持一种否定、

排斥的态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司法实践对证明力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

呼唤证明力规则、创造证明力规则并实践证明力规则。〔１２９〕 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悖

反构成中国证据法学研究与实践中典型但又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景观。

尽管近几年的证据法研究状况有所改观，但依然难言乐观，以本文探讨的补强规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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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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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笔者乐见对英美证据法的过去与现在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但未免求全责备、不切实际。对于补强规

则这类性质特殊的证据规则，阐释其历史存在和演进，无疑有助于理解其当下境遇，亦有助于我们对该规则作出

客观判断。

参见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ａｒｚｕｎ，Ｒｕｌｅｓ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８３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５７，２００８，ｐ．２０１７。
参见ＡｌｅｘＳｔｅ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Ｌａｗ，６１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５，２００８，ｐｐ．１１８－１１９；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ａｒｚｕｎ，
Ｒｕｌｅｓ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８３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５７，２００８，ｐｐ．１９７９－１９８５。
关于证明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参见李训虎：《证明力规则检讨》，《法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５６页以下。



例。我国的证据法学研究对于当下的补强规则实践有所关注，但对于其历史变迁则缺乏

基本的关注；对于成文的补强规则有所研究，但对于不成文的补强规则，则甚少研究；对于

国家层面的补强规则有所关注，但对于地方性证据规定中的补强规则，则很少触及。然

而，对于补强规则这类性质特殊的证据规则，只有挖掘其历史存在，梳理其演进历史，洞悉

其司法实践，才能把握其发展的脉动，从而才能作出客观判断，进而为理论分析和改革建

言奠定基础。

（二）完善补强规则的参考

上文对英美证据法中补强规则的还原、描述和介绍，旨在解析英国补强规则及美国强

奸案件补强规则被废除的深层次原因，阐释庭外供述补强规则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保持

坚强韧性的背后动因。尽管任何一种复杂现象的形成都是多重因素、多重缘由叠加发挥

作用的结果，但在补强规则的变迁中，下述两种因素的作用更为突出。

其一，平衡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通过对补强规则变迁背后深层次因素的解析、阐

释，不难发现，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调适是英国补强规则被废除的重要原因。为

了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规制过于强大的侦控机关的追诉权，英国１９８４年制定《警察

与刑事证据法》，赋予被追诉人与侦控机关之间抗衡的权利，力图实现公共权力和个人权

利的平衡。但在实施过程中，又担心天平过分倾向于被追诉人，于是试图通过废除补强规

则以平衡追诉机关和被追诉人之间失衡的关系。

基于追诉机关有强大的国家为后盾，追诉机关与被追诉人之间无法达到真正的控辩

平等，由此，通过赋予被追诉人相应的程序性权利对抗追诉机关实现一定程度的控辩平等

就成为现实选择。不仅英国废除补强规则的一个重要动因在于平衡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

的力量对比，美国庭外供述补强规则对于口供依赖的防控，同样与控辩平衡具有很大关

系。我国补强证据规则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

处以刑罚，也是基于控辩平衡的考量。考虑到我国侦控机关与被追诉人之间力量的严重

失衡，如果允许在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人有罪，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由此，

我国宜采取一种较英美国家更为刚性的补强规则。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无疑具有现实的合

理性，未来我国补强规则的完善仍然应当继续着眼于追诉机关公共权力与被追诉人个体

权利之间的平衡，防止力量对比过于失衡。

其二，因应本土刑事司法文化。过去几十年废除补强规则在整个普通法国家或者地

区成为一股风潮，但在美国，庭外供述补强规则并未受到影响。对此，唯有将补强规则放

置于美国的口供法律文化中才能被真正理解。基于对国家权力的防控，美国刑事司法传

统中对于口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逐渐形成不信任口供的法律文化。正是这样一种刑事

司法传统使得庭外供述补强规则并未受到废除补强规则运动的影响，即便其供述自愿性

保障体系已经相当完备。相反，庭外供述补强规则在司法实践中一直以普通法规则的形

态出现并实际发挥作用。由此可见，美国庭外供述补强规则与其不信任口供的司法文化

存在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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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刑事司法文化中，口供被看作是“证据之王”，“无供不录案”成为中国传统

刑事司法的生动写照，成为浸入中国刑事司法文化骨髓的基因而绵延不绝。尽管近些年

采取多种措施治理口供依赖，但司法实务部门依然具有强烈的口供情结，“口供中心主

义”仍然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部分重罪及死刑案件中口供反向补强规则

的存在、反贪污案件对于口供的渴求，使得口供依赖问题依然凸显。〔１３０〕 面对严重的口供

依赖文化，加之我国较美国的口供自愿性保障体系尚有很大差距，未来我们的证据制度建

设应当因应我国本土的口供司法文化，承接既往去除口供依赖、治理口供中心主义的努

力，进一步加强、完善补强规则，以规制基于定罪目的对补强规则作出宽松解释或者规避

适用的现象。〔１３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开展及可预期的全面铺开，标志

着两种刑事诉讼方式在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正式形成：合意式的刑事诉讼与对审式刑事诉

讼，这将对既有的刑事诉讼理论、证据理论提出挑战，也会使得口供问题更加凸显。在认

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的口供构成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前提，进而言之，口供自

愿性问题成为该制度实施的关键，这一问题能否有效解决直接关系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正当性考量。尽管既往推出诸多解决口供自愿性问题的方案，但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性

解决。毋庸置疑，通过加强正当程序建设保障口供获取合法性是正确解决之道，但通过补

强规则促进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或许亦能成为一种选择。前述美国学者通过重新

解读补强规则的理论基础、扩大解释补强规则以规制口供，进而弥补美国既有制度设计在

规制供述自愿性方面不足的努力，值得借鉴。

五　结　语

在当下的证据法学研究中，“一种以移植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各项规则为标志的‘变

法运动’正逐渐成为证据法学研究的主流倾向，以至于在证据法学论文和著作中出现了

‘言必称英美’的现象。而大陆法系国家则被武断地视为‘不存在发达的证据法’的制度，

其证据规则和证据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忽视”。〔１３２〕 尽管以英美为师成为证据法学

研究的主流方法，但对于补强规则的研究显示，当下我们的英美证据法研究存在很多不

足和盲区，凸显出当下的证据法研究视野过于局促、偏狭。当对于域外证据法治发展缺

乏信息准确而全面的资料铺垫，以此为基础的理论分析和改革建言恐怕都难言理论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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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口供依赖、口供中心主义的分析，参见李训虎：《口供治理与中国刑事司法裁判》，《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１期，第１２４页以下。
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第５３条规定的“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中的“被告人”一直
存在分歧，有观点将其理解为单个被告人，另有观点将其理解为多个被告人，这就涉及共犯口供是否补强的问

题；另有司法实践采取规避的做法，将共同犯罪案件分案处理，将实质的被告人供述以另案证人证言的形式对待

以规避补强规则的适用。

陈瑞华：《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法商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９２页。



与制度自信。全景描绘、展示英美证据法不可或缺，〔１３３〕当然，更重要的是，借助这些基础

性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英美证据法制度变迁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分析、掌握其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问题及因应策略。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为我国的证据制度建设提供可资参考

的经验。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１７ＢＦＸ０６２）及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证明力规则研究”（１３ＪＨＱ０２１）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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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中的英美补强规则

〔１３３〕 由于美国证据法的强势影响，在研究大陆法系的相关证据制度时也难以摆脱英美证据法的影响。以本文探讨的

补强规则为例，我国学者经常引用的日本刑事诉讼法中的补强规则就与美国法具有紧密的关联，“英美法出现处

理补强口供范围的判例之后，被日本采用”。［日］松尾浩也著：《日本刑事诉讼法》（下卷），张凌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８页。




